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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由來

2020年，百年不遇的新冠病毒瘟疫（COVID-19）在全球爆發，
人們的生活秩序完全被打亂，公眾健康遭受嚴重威脅。對於這一
危機，我們固然需要利用各類科學（如流行病學、病毒學、生物
學、臨床醫學、管理學以及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來進行有效的應
對，但我們同時還需要訴諸合理的人文道德來做出正當的回應。
也就是說，我們不僅需要科學、還需要倫理學才能全面應付這一
危機。在這個特殊而又關鍵的時機，本書試圖對於這一疫情做出
誠懇而又深入的生命倫理學反思。

的確，科學是有用的，但只有科學是不夠的，因為科學本身是
有限的。首先，迎接這一新的冠狀病毒的入侵，科學家、公共衛生
專家、醫學家都需要時間來做出適當的反應。病毒的源頭、特徵、
毒性程度、傳染源、傳播途徑、易感人群以及預防和治療的方式
等等，都需要經過認真的研究之後才能得到正確的知識。疫苗的
研製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儘管各國科學家都在殫精竭慮、爭分
奪秒地進行工作，但若不經過必須的步驟、嚴謹的試驗的話就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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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得到可靠的疫苗，只會「欲速則不達」。其次，科學家們常
常會有不同的意見。人們看得很清楚，在疫情早期，無論是對於這
種病毒的特性、還是對於它的預防和治療，科學家們都難以得出
統一的看法。事實上，這種不一致性可能伴隨疫情的全程。例如，
時至今日，科學家們對於全民檢測的效率、成效依舊莫衷一是。
再次，科學本身是帶有不確定性的。要求科學為我們做出百分之
百、屢試不爽的預測是不合理的，因為科學理論及其預見都有邏
輯的局限性，無法為我們消除「黑天鵝」現象。最後，即使科學能
夠對於疫情給予我們一些比較明確的知識，這些知識也不能完全
決定我們的政策和行為。例如，閉關、封城、檢疫、隔離等等，一
定有助於控制疫情，這是科學的確定性知識，但人們是否一定要
這樣做、做到什麼程度、給出何種例外等等，都必須依賴人們的
最終決定。而做出這類最終決定所需要考慮的絕不只是科學知識
所能促進的健康價值，還必須要包括其他的人類價值，例如自由、
平等、公正、繁榮等等。困難在於，這些價值之間並不總是協調一
致，人們必須對它們進行適當的綜合和平衡。總之，由於科學具有
這幾方面的不可避免的有限性，我們勢必需要在科學研究之外加
上人文價值研究，才能全面應付新冠疫情。這當然會合情合理地
把我們引入倫理學研究。

不少學者同意對抗疫情不能只靠自然科學（包括醫學），還
需要依靠社會科學（特別是政治科學）的幫助。但他們仍然沒有
看到倫理學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觀點就是突出一例。在他看來，一個國家能否有效
應對疫情主要取決於三個關鍵因素：國家能力、社會信任和領導
水平。因此他在疫情發生以來發表的一系列文章都着重於政治考
量，完全缺乏倫理思考的維度。然而，我們已經看到，在任何社會
危機之時，人們的價值取向和道德選擇都會在不同的層面上左右
一個社會應對危機的態度、決策和方式，而人們的價值取向和道
德選擇正是其社會的道德傳統和倫理精神所塑造和形成的。倫
理學研究的對象就是道德，其內容離不開社會的道德傳統、倫理
精神以及針對它們所進行的學理反思和應用探索。簡言之，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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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國家能力的大小、社會信任的程度還是領導水平的高低，這些
政治維度的細節都無法脫離道德傳統和倫理精神的糾纏，而是在
深度層面上顯現着道德價值的烙印。無論是對於其中涉及的政治
領導還是普通民眾，概莫能外。簡言之，面對疫情，科學、技術、
政治、經濟以及其他社會因素的作用及其相關的議題研究固然重
要，但生命倫理學的考察也是不可缺失的環節。

對疫情進行生命倫理學的考察難以脫離具體的社會狀況和文
化背景來進行，因為疫情的倫理學問題雖有無關地域的共性，也
有地域相關的特性，而密切聯繫實際正是生命倫理學研究不同於
純理論的元倫理學（Meta-ethics）研究的一個突出特點。同時，生命
倫理學反思不可避免地需要在不同的道德傳統、倫理精神以及倫
理學理論之間做出評價和抉擇。我們一向認為，現代西方在醫學
哲學及生命倫理學領域處於領先示範的學術地位，可供我們學習
和借鑒；但東方在人文醫學傳統及倫理價值資源方面也包含着悠
久深厚的靈根植被，也應該得到發掘和培植。的確，中西思想可能
各有所長，我們需要學習西方理論思想，但不能一味照搬西方思
想。為此，我們提出「建構中國生命倫理學」的號召，倡導與西方學
術真誠相對，互通有無，取長補短，在醫學哲學及生命倫理學領域
架起一座中西溝通的橋樑。這絕不是在肯定生命倫理學相對主義，
更不是說生命倫理學沒有真理，而是強調面對實際問題，從具體
的道德傳統、倫理精神以及理論觀點出發，認真分析、評價和探索
這些問題的實質特性，提出自己的見解和解決方案，其中當然也包
括對於自己所應用的道德傳統、倫理精神以及理論觀點進行切實
的反思和重估。我們認為，這可能正是追求生命倫理學真理的適
當方法和誠懇態度。為此，本書承繼我們在2017年主編出版的《建
構中國生命倫理學：新的探索》的學術立場，基於理論結合實際的
原則，特別邀請了兩岸三地的學者撰文，嘗試在大疫當前的艱難
時空中探索建構中國生命倫理學的可能取向、意義、方式和內容。
具體說來，大家從今次疫情所涉及的基礎倫理、防控倫理、法律倫
理、醫療倫理、責任倫理和關懷倫理這六個方面，具體情境出發來
從倫理學的角度展開論述，形成了本書的六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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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內容

基礎倫理部分着重倫理學基礎理論及觀點的構建。這次疫情
不但向我們提出了挑戰，也為我們提供了機會，鞭策我們深入反
思應該訴諸什麼樣的道德哲學、倫理傳統和道德原則來回應疫
情所帶來的倫理難題和改善現代社會生活的一般狀況。范瑞平在
〈大疫當前：訴諸儒家文明的倫理資源〉一文中以儒家的美德倫
理學為基礎，提出了一個大膽倡議：我們需要倫理學範式的轉向，
即人類需要轉向和諧主義（而不是科學主義）的發展觀、美德主義
（而不是原則主義）的決策觀、家庭主義（而不是契約主義）的天
下觀。在他看來，儒家美德倫理學所攜帶的美德、和諧和和平的
信息，應該給予人們深遠的啟示，避免這次疫情扭轉健康的全球
化發展趨勢，不要使得國際社會進入互相敵對、封閉的惡性競爭
時代。郭齊勇在〈重釋「人與天地萬物一體」的生命智慧〉中從人
與動物、人與自然的角度審視此次疫情的危機，指出現代科學和
技術是一把雙刃劍，它給人類以恩惠，又使人類異化為工具。他論
證人類應當善待其他的類存在，如動物、植物，回到中國傳統的人
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境界。在〈新冠肺炎病毒疫情中的仁道：從
文化與倫理看病毒疫情之啟示〉一文中，李瑞全以儒家的仁道進
路來檢討我們與冠狀病毒共存時，如何調整我們的生活與價值，
建立生命共同體的觀念，以減輕或免除由此嚴峻疫情所帶來的個
人與社會的創傷和後遺症。最後，方旭東在〈後疫時代人工智能
應用的倫理思考〉一文的論述超越當下疫情本身，而是從歷史的
眼光審視人類的未來的生存，思考現代科技。在他看來，人工智
能以及虛擬空間將在後疫時代大行其道，它們將帶來新的倫理問
題。他認為，虛擬空間的交往培養不起人際之間的真正信任，儒
家的「仁」的價值無比珍視人與人之間的實際交互性，應當喚起
我們的重視，用來應付後疫時代將會產生的空虛感。

防控倫理部分應對疫情中出現的預防、管控方面的道德困
境，尤其是如何處理個人權利與公共安全的平衡問題。自由主義
的倫理觀強調人的知情權、自主權和自決權，然而諸如知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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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自願等原則在公眾健康遭到挑戰時勢必會受到一定的限制。
張穎在〈瘟疫控制中時的知情同意：原則與情境的博弈〉中指出，
儘管自願原則中所強調的基本權利，如當事人的決定是自主的，不
受身體約束、心理威脅以及信息操控，但在處理個體行為時，達成
自我約束和自發限制是理想的價值選擇，這在疫情防控中尤為重
要，這一點在世衛《傳染爆發倫理問題指南》中亦有所反映。〈冠
狀病毒病疫情下隔離措施的道德議題的初步哲學探索〉一文解
決類似問題，但作者陳成斌不是純粹使用個人權利的進路，而是
以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的後果評價和能力進路作為道德推
論和基礎。作者認為，後果評價和能力進路這兩個由森所提出的
理念可以把不同的道德理論和傳統與公共衛生議題連繫起來。以
上兩篇文章在敍述西方自由主義倫理（如權利原則、傷害原則、效
益原則等）之外，也加入對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的反思。〈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中的「相稱性原則」解析〉以「相稱性原則」為切入點，
說明武漢封城以及中國政府對應傳染病突發所採取的一系列公共
政策的合理性以及完善應急法律的必要性。張新慶，王明旭，蔡篤
堅認為，「相稱性原則」可以解決個體與群體、個體自由與公共利
益之間的矛盾，而且同安身立命、經世濟民的儒家倫理學一脈相
承，因後者與效益主義和義務論之二元對立思辨方式有所不同，
提倡回歸中庸。〈疫情背景下對待無症狀感染者的道德困境與出
路探究〉主要處理在對待無症狀患者時面臨的道德困境，譬如，
如何採取相應的措施？如何對所採取的措施進行事實性的描述？
所採取的措施會有哪些隱藏的問題？這些問題給我們帶來哪些
倫理思考？張言亮指出，中國內地的一些教科書中的道德論述，
有些關鍵的論點流於空洞的語言遊戲，無法解決實際問題，需要
結合和反思中國倫理傳統做出新的探索。最後，〈死亡率究竟代表
什麼？— COVID-19大流行中的統計哲學問題〉涉及防控倫理在
死亡統計中的體現。在這次疫情中，統計性科學以及大數據的應
用無疑成為疫情防控、乃至公共衛生的重要手段。趙文清通過美
國和中國死亡統計的例子，闡述如果我們缺乏對統計科學在哲學
上的考量，就有可能只是從一種迷信轉向另一種迷信，即缺乏批
判性的反思，其結果是只看見死亡率的表面數字，而沒有理解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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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率所表示的意義和本質。她認為我們需要回歸儒家傳統所提出
的「文以載道」、「文以明道」的觀點來增強對死亡統計學本質的
理解。

法律倫理部分的三篇論文都是探討涉及這次疫情的公共衛
生倫理中所包含的法律問題。首先，健康卡（健康通行證）在中國
內地的廣泛使用，的確對疫情的防控起到有效的作用。但同時也
帶來一系列倫理和法律問題，尤其是涉及「隱私權」的解釋和尊
重。已有學者將中國現在使用的健康卡和新加坡的TraceTogether比
較，發現前者的隱私政策內容含糊，儲存時間也不夠明確。〈疫情
下電子健康通行證：隱私、自由與公共健康的平衡〉一文表明，如
何在保護隱私與自由同維繫公共健康之間找到平衡點，成為當今
公共政策的一個主要問題。電子健康通行碼制度透過智能手機，
讓社會成員實名認證，並將自己的出行信息上傳到網絡控制的數
據庫系統，系統再根據信息生成屬於個人健康的二維碼。健康碼
分為紅、黃、綠三色，其中綠色代表持碼人健康，可以在公共場所
正常通行。然而，由於中國使用的健康卡與其他國家開發的類似
追蹤程序比較（如美國的蘋果和谷歌公司），信息量大，範圍廣、
種類多，引發個人「隱私權」是否能夠得到保護的問題。丁春豔強
調，在防控疫情時，尋求隱私、自由與公共健康之間的平衡，與儒
家所崇尚的中庸之道是相吻合的。在〈疫情防控視野下的健康權
保障研究〉一文中，劉長秋首先界定「健康權」在法律上的含義，
然後說明健康權在疫情的特殊情況下會有一個輕重緩急的排序。
也就是說，基於抗疫的需要以及保障公共健康的需要，國家在公
民健康保障義務上可以有所消減，但這種消減必須滿足特定的條
件以及適當性的比例。這類生命法學理念同儒家生命倫理傳統中
的尊重生命、人命至上的重要內容是完全契合的。〈疫情下個人
數據利用的倫理法律困境及其中國進路初探〉一文同樣涉及風險
管控中個人權利的確立問題。王玥、尹潔、曾晨指出，如何在突發
公共衛生事件處理中正當、合法且及時有效地進行個人數據的利
用，已經成為當今亟待解決的法律和倫理問題。文章就數據的收
集、分析、披露、銷毀的程序，說明公民個人數據在公共機構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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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時可能出現的厲害關係，指出中國政府的有關部門應當重視中
國傳統倫理觀對數據利用進行倫理指導的基礎性作用，並需要完
善現行的數據利用的法律規範。

醫療倫理是醫學—生命倫理學的一個主要部分，這次艱難的
疫情過程更加突顯出醫療倫理的指導作用。這一部分的四篇論文
都涉及病人治療過程中的倫理難題。首先，當醫療資源短缺時，如
何解決分配正義的問題？〈年齡配給的倫理問題：新冠疫情下誰
應該得到呼吸機？〉一文正是就這個話題進行倫理論證。在王珏
看來，西方倫理學家為年齡配給辯護的三條主要倫理路徑是功利
主義、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但它們都具有一定的道德缺陷。她贊
同儒家以提升所有人的美德為出發點的道德思路，推崇回饋式而
不是接力式的人類代際關係，強調在面對醫療資源稀缺情境時，
我們絕不能將限制老人的醫療供給作為一種合理應對手段。按照
儒家倫理，她特別指出，在新冠疫情這種公共衛生緊急狀態下，
很難設想一種抽象的契約論能夠凝聚起足夠的道德共識，我們需
要的是維護社會團結，加強而不是侵蝕我們彼此之間的道德責任
感。〈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防治中倫理困境分析〉一文的作者黎可
盈和嚴金海指出，突發疫情必然導致社會的恐慌情緒，而恐慌情
緒又會導致社會不同群體和個人的相互指責與不滿。同時，醫療
資源的不足導致分配上的矛盾和衝突。他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
政府需要儒家式的「仁政」，盡量考慮人民的需求，並調節各方面
利益的平衡。最後，鄧蕊在〈新冠肺炎防治倫理：整體防控、科學
認知與三部六病治療方案〉中提出潛伏期治療和中西醫結合的醫
療模式。所謂「三部六病」中醫學說認為，治療新冠肺炎，中醫可
以在西醫強大的生物學、影像學的基礎上提供一套有效的、便於
操作的治療方案，其特點是分期治療，調動機體的免疫功能。由
於中醫提倡「治未病」，在預防瘟疫上當然也可以有所建樹。

責任倫理的部分涉及幾方面的責任倫理問題。疫情肆虐，人
人自危。誰應該負責、承擔社會的疫情防控？是政府？是社會？還
是民眾自身？責任倫理學是以責任概念為主導範疇的倫理學。即
使「責任」概念本身不一定是與道德理論的基礎性概念，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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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學是建立在道德規範基礎上的。例如，醫生是否有犧牲自己
去拯救患者的責任？如何區分醫護人員的法律責任與道德責任？
這部分中重點探討的倫理學問題包括社會對於限制患者權利的
合理補償的責任（見李振良和聶業的〈疫病防治對患者自主權利
的限制與合理補償〉），醫療保險在疫情蔓延時的責任（見吳靜
嫻和鄭蘭蘭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下中國醫療保險新政儒家反
思〉），醫院對受試者的保護責任（見劉濤的〈疫情中的生物醫學
研究如何保護受試者？儒家倫理的視域〉），公共衛生危機突發
時政府的責任（見蔣輝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理與行為的
抉擇：中國生命倫理學的價值導向〉），以及疫情中社會對於老人
的保護責任（見謝文野的〈疫情下不同居住方式的老人的需求與
照護〉）。五篇文章的作者都試圖從中國傳統的倫理學思想中尋
求與責任有關的理論和實踐資源，而不是僅僅限於責任概念的探
討，如責任行動者的能力、責任的因果關係、責任行動歸屬的建構
等等。關於醫生對患者的義務，其中包括講真話、尊重隱私、信息
保密、徵求干預的同意、回應請求幫助患者做出決定，這些義務
即便是在疫情的特殊時期也是應該遵守的基本倫理規範。合理
補償的部分包括免費檢測和治療以及對患者的後期追蹤和康復
服務。這裏的問題是這些服務是屬於公民的權利（即政府提供）
還是透過商業保險制度來得到適當的補償，吳靜嫻和鄭蘭蘭更傾
向於中國傳統的行善原則，訴諸儒家生命倫理學的「仁愛」、「公
正」、「誠信」和「和諧」四項原則，說明在突發疫情中提供免費治
療是一種不可缺少的道德責任。顯然，在中國傳統倫理框架中，
責任而不是權利乃是主要的倫理觀念。

最後一部分是關懷倫理。這裏的關懷倫理既包括西方“ethics 

of care”的成分，也包括中國道德哲學中的關懷與慈悲。在醫患關
係中，我們一方面需要強調醫護人員的仁心仁愛、懸壺濟世的醫
德，另一方面也需要重視對於臨床一線醫護人員的保護和關愛。
尹梅和金琳雅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醫務人員健康權的保障〉
一文中指出，在武漢疫情爆發初期，大多數醫護人員在缺乏標準
防護的狀態下工作，造成他們的基本安全需求得不到保障。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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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我們在要求醫護人員治病救人的同時，不能忘記對他們的
理解和關愛。當我們為「逆行者」感動落淚之時，不要忘了他們可
能有去無回。韓娟、陳琪、馬永慧在〈新冠疫情中老年群體的關
懷：孝道倫理的視角〉一文中把討論的中心放在疫情中最為脆弱、
最易傷害的群體，即老年人的群體，並以儒家的孝道為原則，闡
述在疫情中我們更需要給予他們從身體到精神的特殊關懷。他們
認為，隨着社會的老齡化，孝道是關懷倫理在中國文化語境中的
具體表現。〈儒家倫理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污名化的反思〉討論
這次疫情涉及的一些歧視及污名化現象，賀苗強調在公共衛生問
題上，我們需要建立生命共同體的觀念，而不是對某個群體或地
區採取歧視的態度。〈「新冠」疫情病逝者遺體處理與告別的生
命倫理學關懷〉提出了一個在疫情危機中往往被忽視的議題，即
對逝者的臨終關懷。這次疫情來勢兇猛，防疫措施跟不上，造成
了在遺體處理與告別過程中的道德危機。白劼和杜焱認為，臨終
關懷需要政府、社區的努力，需要家庭的介入，更需要珍視儒家禮
儀所體現出的個體維度的情感本質和社會面向的教化意義。最後
一篇文章題為〈何以超越「畏死的恐懼」—新冠疫情防控的啟
示〉，蔡昱認為，中國現有的制度以及傳統儒家文化都提供了超越
死亡恐懼的內在條件和道德資源。文章中的一些觀點或許引發爭
議，但蔡昱的確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超越死亡恐懼無疑是在疫
情防護中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課題。可惜的是，本書所結集的論文
都沒有提及和探討宗教以及宗教組織在這次疫情生活中所起到
的作用，這是一個遺憾。 

本書意義

我們期望本書的六個部分（基礎倫理、防控倫理、法律倫理、
醫療倫理、責任倫理及關懷倫理）構成了應對新冠病毒疫情的一
幅完整的生命倫理學圖景，不但能夠補充生命倫理學的「缺如」，
而且能夠為制定正當抗疫政策、健全社會防疫意識、完善醫療衛
生體系、增強道德研究以及建構具有中國傳統道德特色的生命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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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助一臂之力。當然，本書是否具備這些意義、本書中的25篇
論文各自所具有的優略得失，都需要留待讀者的評價和時間的
考驗。

但有一點，相信大家都是感同身受的，那就是，這次疫情不僅
是對公共健康、醫療體制以及個人生活的挑戰，也是對生命倫理
學的挑戰。往近處看，面對親友的患病離去、各地的分割檢疫、經
濟的大幅滑坡，社會上出現了困惑和恐慌，不少人產生了焦慮和絕
望。無論是現代西方的倫理理論、還是傳統文化的倫理範式，都
必須走出象牙之塔，認真回應緊迫的生命倫理問題：我們現在應
該做什麼、怎麼做？應該制定什麼樣的政策？應該從事什麼樣的
研究？應該應用什麼樣的基礎倫理、責任倫理和關懷倫理？應該
建立什麼樣的防控倫理、法律倫理、醫療倫理？這些重大議題，也
可能為我們建構中國生命倫理學提供危中之機，成為大疫當前的
實際道德論述，而不是在艱難的倫理困境中失言無語。總之，解
決疫情需要醫療科技，但不能只靠醫療科技，生命倫理學的探索
不可缺如。

往遠處看，生命倫理學需要重新思考有關人類生存的處境以
及未來社會的公共衛生和醫療保健問題。特別是，現代主權國家
及其科技發展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強大力量，但也伴隨着無可奈
何的脆弱性和無法避免的不確定性，甚至還包含着可怕的風險。
如何讓政治和科技正常發展，造福於人，而不是不受道德管控地
爭奇鬥狠，甚至走入邪門歪道，給人類帶來滅頂之災，這在很大
程度上將取決於人們對於自己的道德傳統、倫理精神和價值取向
的反思、修正和維護。事實上，中國傳統倫理具有突出的「進德
修業」精神，這種精神不但鼓勵「自強不息」，而且推崇「厚德載
物」；也就是說，它不贊成唯我獨尊，壓制別人，消除異己；而是倡
導「修文德而來之」，溫良恭儉讓。無論是大國的橫行霸道、資本
的壟斷影響、還是科技的專美於世，都是同這種倫理精神的價值
取向背道而馳的。「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嘉興與人同」。建構中
國生命倫理學的理想就是探索萬事萬物達到自在、自然、自得、自
由的和平健康和和諧境界的學理途徑。是所望焉！


